对于理解胡风与“当代文学”的关系来说，1949年这一时间节点，无疑拥有着比其他历史时期更为关键的理解要素。诚然“当代文学”并非在召开第一次文代会后，就自然而然地取代了原有的文学格局 ，但作为与新中国国家和政权建设相配套的意识形态产物，“当代文学”从1949年开始逐渐成为既定事实，却也是符合实际的判断。从此角度观之，胡风在1949年1月由香港转移至东北解放区，4月进入北平参与新中国文学制度的构建，毋宁说亦是一次微妙的确证。已有学者敏锐注意到“胡风在1949”的特殊意涵，例如倪伟《胡风在一九四九年》 ，陈思和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第一章第二节“胜利者的政治抒情：《时间开始了》” 。钱理群在其“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”中，亦用较多篇幅梳理了建国前后胡风的文学主张和历史命运 。上述研究从胡风的理论形态、创作实践、精神轨迹等角度切入，表达了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胡风与时代、文学走向之间的深刻介入与互动。这些讨论打开了胡风研究和“当代文学”发生学的问题视域，为进一步的对胡风与“当代文学”关系的探究奠定基础。不过，出于研究者不同的问题意识与关怀指向，上述研究也都存在研究者本人未曾注意的洞见和盲点。盲点的存在并不一定直接影响研究的品质和可靠性，但终究留下了可供继续讨论的空间。梳理“胡风在一九四九年”的双重面孔，意在强调历史叙述的多义，从而以另外的方式打开进入历史的视野。
倪伟的论文《胡风在一九四九年》，不同于抽象讨论胡风文艺理论的条理式研究，也区别于并未太多学术创见的传记式叙述，倪文以胡风在1949年的生活行迹与生存境遇作为主要线索，将历史叙事与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既展现出足够充分的理论思辨，又有相应的历史事实构成脉络经纬。倪文以“1949”作为方法，立足于建国视野，反观知识分子问题在新中国初期的文化位置，并以此来锚定、衡量胡风在其中的特殊意味。作者认为胡风与其论敌之间的根本分歧，在于“如何看待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” ，而这一问题关涉到革命成功之后文化领导权的归属。作者批评胡风未能看清这一历史性的变化，仍然固守“五四”精神传统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胡风“低估了人民在反抗压迫、反抗侵略的革命战争中所获得巨大而迅速的成长”，并“对政治局势缺乏敏锐而准确的判断” 。通过对胡风1949年与文化界往来的细致梳理，作者发现胡风最致命的缺陷在于“缺乏党性，不能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，并作必要的自我调整” 。此外，《胡风在一九四九年》一文并未忽略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探讨，作者也颇为精准地看出，胡风坚持创作论上的“主观精神”，以文人化的政治感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政治内涵，从而忽略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难度和必要性，因而也就为建国后胡风面临的“苦闷”乃至悲剧埋下伏笔。
倪伟此文被放置在“1949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历史、思想和文化意涵” 的讨论结构当中，这就使得倪文在问题意识和思考路径上，与一般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保持着距离。与站在知识分子主体角度的胡风研究不同甚至相反之处在于，作者关注的是革命和建国的思想价值，知识分子在其中的抉择，因而便不再是唯一的尺度。1949年的胡风也许无法预料其后发生的历史事实，但问题的根源早已埋藏在过往之中，这是历史当事人难以把捉，也是后来的研究者应致力于挖掘的思考方向。不过，倪伟《胡风在一九四九年》并非毫无问题。中国革命和建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，需要扎实、深入的研究持续推进，因此要求研究者能够“不断重建或触碰中国革命在某个历史阶段的结构性因素，并在这样一个‘内在’视野下重新理解‘我们是谁？’‘我们从哪里来？’，以及‘走向哪里？’由此把握当下‘中国’这一特定形态得以形成的内在历史逻辑” 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何切实回应时代难题，怎样处理成功经验与负面悲剧之间的联系，除了耐心、细致的分析，饱含深切关怀和进入主体世界的努力，同样必不可少。作者对1949年胡风的探究，已经搭建起生动、可感的历史现场，但仍欠缺一种体察研究对象心情与困境的理解。当作者批评胡风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自由主义的顽固根性始终没有彻底祛除” ，“在他思想深处仍然有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残余” 时，征用没有经过有效清理的历史概念，使得“小资产阶级”、“自由主义”、“知识分子”成为不言自明的分析工具，这样的学术表达对历史的穿透性是值得怀疑的。之所以做出如此强调，主要原因在于作为历史当事人的胡风，在实际情形中面临了相似的指责和批判，而这些批评其时并未取得预想中的效果，甚至直接导致其后的文艺论争走向失败 。如果说胡风并不认可对其“小资产阶级”的批评，那么研究者所要做的工作，应在对原有概念敏感、反思的基础上，赋予历史以更为真实、可感的面貌，并从中得出对当代具有启发的解释。倪伟《胡风在一九四九年》以其丰富、细腻的历史分析触碰到胡风问题的根源，但因略显轻易地将问题归纳为“工农兵”与“小资产阶级”的分歧，则又导致得出的结论未能具备充分的说服力，因而还存有深入分析的空间。
陈思和在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中对“胡风在一九四九年”的展示，则另有讨论价值。将胡风及其《时间开始了》安排在全书显要位置，以“胜利者的政治抒情”暗藏胡风所处的悖论和隐喻，这是陈著文学史别有意味的选择。作者认为在50年代初期，“胜利者的政治抒情诗创作，成了唯一高昂的声音” ，而把此类诗“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” ，则是胡风的《时间开始了》。作者发现胡风创作此诗的缘由，并不只是对新生政权的欢呼，其间还有“用创作来证明他的理论究竟是否有利于新的政权建设，知识分子的‘主观战斗精神’究竟能否与新的政权的要求达到一致” 的内心考量。换言之，“胜利者的抒情”不仅是“政治的”，而且还可能是“压抑的”乃至“被迫的”。不仅如此，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对政治抒情诗的“缺点”毫不避讳，例如“诗歌语言的不精炼和‘颂歌’体的程式化，无节制的主观感情宣泄以及对领袖人物的狂热崇拜倾向” 。多重矛盾交织在一起，以《时间开始了》出现在文学史上的胡风，便具备在1949年“当代文学”兴起时呈现异质性的可能。
与同时期出版的洪子诚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相比，陈思和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所引发的争议更大，带来的有关文学史写作问题的讨论更多。陈著文学史未把“当代文学”视作独立的研究对象，而是将其置于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框架，延续的是“五四”新文学传统 。陈思和坦承“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”使得他自觉去体认“五四”精神，进而怀疑“堕落为政治工具”的“当代文学”的历史价值 。与之形成同构关系的，是对作为审美文本的“文学作品”的重视。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采用“以文学作品为主型”的书写体例，在第一章“迎接新的时代到来”中，除了胡风长诗《时间开始了》，还介绍了巴金散文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》和沈从文日记《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》。作者在以往文学史不曾关注过的作品中寻找时代音符，目的也许并不在于使其“经典化”，而是在不同的选择与遮蔽中，“重写”出符合自身历史认知和理论框架的“当代文学”。在此构造中的“胡风在一九四九年”，并未因陈著文学史重视“文学作品”而获得“纯文学”视野下的“文学性”，恰恰相反，胡风及其《时间开始了》的“政治性”更加夺目。若将“颂”与“歌”分别开来，作者显然颠倒了偏正结构，侧重其“颂”而“歌”为从属。在此视域下，启蒙论的“现代化”叙事 与去政治的“纯文学”叙事互为表里，胡风文学和胡风问题的政治特征没能被彻底消解，反而以一种脱历史的“八十年代”眼光，重构而非还原了其时的具体情境。重构意味着原有逻辑的打破，历史因之得到新的塑形。至于胡风究竟在1949年如何思考、行动与表达，当前的工作并不足以揭明其中的真相和缘由。
上述对倪伟论文和陈著文学史的洞见与盲点的分析，在在驱使着更进一步的研究工作的介入。具体梳理“胡风在一九四九年”的历史过程，胡风从1949年1月13日由香港抵达辽宁省庄河县，再到3月7日离开沈阳前往天津、沧州、北平，其间近两个月的东北解放区之行，对胡风来说意义独特。在胡风漫长的文艺和战斗岁月中，东北之行的意义与重要性在于，这是胡风进入“当代文学”语境的关键时刻。作为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左翼文学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，当胡风第一次踏入“满天星、满地花的土地” 后，他将怎样面对自己始终向往、但未曾经历的新世界？也许“胡风在一九四九年”，还另有其他面孔。
